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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的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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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 56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数据，采用熵权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风险，使用自然断点法将各国分为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中等风险区、较低风险区和低风险区 5 类不同的风险区域，分

析其时空格局，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法研究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 自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低风险区和较

低风险区国家数量减少，高风险区国家数量增加; 较低风险区的国家分布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中等风险区的国家大多

分布在中东欧地区，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的国家数量多且分布广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的

主要驱动因子为总储备、GDP、政府效能、人均 GDP、法制程度、城镇人口和监管质量; 各指标因子经过两两交互之后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影响力均呈现相互增强或非线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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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Direct Investment Risk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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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electing 56 countries as the study object and combining the relevant data，the direct investment risk of countries a-
long the Belt and Road was calculated by entropy method，the natural breakpoint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the countries into 5 － class
risk area including a high － risk area，a higher － risk area，a middle － risk area，a lower risk area and a low － risk area and the space －
time pattern were analyzed，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was studied by Geodetector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nce 2013，the num-
ber of low － risk and lower － risk areas decreased and the number of high － risk countries increased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countries in the lower risk areas were distributed in West Asia，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and the countries in the medi-
um risk areas were mostly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egion，and the countries in the high risk areas and the higher risk areas
were more and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direct investment risk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re total reserves，gross domestic product，government efficiency，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legal system，and urban population and supervision quality． The influence of each index factor on the risk pattern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howed mutual or non － linear enhancement after pairwise interaction．

Key words: risk assessment of direct investment; entropy weight method; geodetect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收稿日期: 2019 － 02 － 25; 修订日期: 2019 － 07 － 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41771136 ) ; 福建省

公益类科研专项项目( 编号: 2018R1101006 － 2) 。

第一作者简介: 李炜( 1994 － ) ，男，江苏省镇江人，硕士研究

生，主要从事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 韦素琼( 1965 － ) ，女，福建省屏南人，博士，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

1 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随

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不

断发展。有投资就有风险，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

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认为东道

国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差异、对外

贸易联系和资源禀赋等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的主要因素［1 － 5］。除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

性研究，部分学者对投资风险进行量化评估，主要

是在识别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选定指标构建模型，对不同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

模糊评价［6 － 12］。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以及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之后［13，14］，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有关

“一带一路”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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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带一

路”的科学内涵及建设问题［15，16］、我国对沿线国

家的直接投资及贸易情况等［17 － 19］，其中部分学者

开始关注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研究。
但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少量的定量研究主要采

用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

部分国家投资风险进行评价［20 － 31］，鲜见讨论直接

投资风险的时空格局差异和影响投资风险格局各

因素的内部交互关系。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地理探测

器方法，选取“一带一路”沿线 56 个国家为研究

对象，以 2013—2016 年为研究期，分析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的时空格局，并探讨

了影响直接投资风险格局各因素的交互关系，揭

示了驱动机制，丰富了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子的

研究体系，同时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行直接投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研究区域概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贯穿亚欧非大陆，总人

口约 44 亿人、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约占

全球的 63%和 29%［32］。“一带一路”没有精确的

空间范围，是一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倡议区域［3］，本文在参考现

有文献［18］的基础上，选定“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俄

蒙、中亚、中东欧、西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 56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 表 1) 。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区域 国家

俄蒙 蒙古、俄罗斯

中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中东欧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
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
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西亚中东 土耳其、伊拉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约
旦、以色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埃及、阿曼

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
夫

东南亚 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
律宾、缅甸、东帝汶

2．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社会、经
济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世界发展指

标数据库，政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

指标。

2． 3 研究方法

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计算: 直接投资风险是指

在投资过程中，由于各种不可控制因素的作用，投资

无法实现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三个方

面建立投资风险评价体系［37，38］。经济风险源自一国

经济发展运行的不确定性。从经济规模、经济发展

速度、储备情况、经济开放水平和通货膨胀等方面考

虑，包括 7 个指标; 社会风险主要是社会发展水平、
权利保障程度等因素对直接投资带来的风险，涉及

城镇化水平、失业率和法律权利度三个方面，包括 4
个指标; 政治风险指东道国政治、政策和法律等变

更，给直接投资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综合民主程度、
政治稳定情况、政府效率、监管水平、法制建设和腐

败控制能力等方面，包括 6 个指标。本文采用熵权

法计算指标权重，见表 2［33 －35］。
表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直
接
投
资
风
险

经济
风险

经济基础
X1GDP( 现价美元) 0． 1695
X2 人均 GDP( 现价美元) 0． 1132

经济发展速度 X3 GDP 增长率( 年百分比) 0． 0046
储备情况 X4 总储备( 包括黄金，按现值美元计) 0． 2040

经济开放水平
X5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GDP 0． 0017
X6( 商品进口 + 商品出口) /GDP 0． 0480

通货膨胀
X7 通货膨胀率( 按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
膨胀)

0． 0030

社会
风险

城镇化水平
X8 城镇人口 0． 2351
X9 城镇人口增长率( 年增长率) 0． 0354

失业率 X10失业率( 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0． 0088

法律权利度
X11法律权利力度指数: 0 = 弱; 12 = 强( 担保品
法和破产法保护借款人和贷款人权利程度)

0． 0404

民主程度
X12发言权和问责制: － 2． 5 = 弱; 2． 5 = 强 ( 国
家公民能够参与政府选举的程度，以及言论、结
社和媒体自由的程度)

0． 0265

政治
风险

政治稳定情况
X13政治稳定和暴力存在程度: － 2． 5 = 弱;
2． 5 = 强( 政治稳定情况以及暴力存在情况)

0． 0154

政府效率
X14政府效能: － 2． 5 = 弱; 2． 5 = 强( 公共服务、
政策质量及其独立程度)

0． 0232

监管水平
X15监管质量: － 2． 5 = 弱; 2． 5 = 强 ( 政府对各
部门监管的能力)

0． 0238

法制建设
X16法制程度: － 2． 5 = 弱; 2． 5 = 强 ( 法律法规
的遵守程度)

0． 0209

腐败控制能力
X17腐败控制能力: － 2． 5 = 弱; 2． 5 = 强 ( 政府
对各种腐败现象的控制能力)

0． 0265

注: 指标体系构建参考《2018“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

风险评估报告》、《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的风险分析》。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

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方法，目前已在生态、社会、
经济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36］。使用地理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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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探测分析各因子对投资风险的影响。用 q 值来

表示，q 的计算公式为:

q = 1 － 1
nσ2 Σ

m

i = 1
ni × σ

2
i ( 1)……………………

式中，σ2
i 为层 i 的离散方差; ni 为层 i 样本

数; n 为研究区的样本数; σ2 为研究区总方差; q
的值域为［0，1］。q 值越大，表示影响因子对投资

风险的影响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交互作用探测: 用于探讨不同影响因子之间

的交互作用，分析指标 X1 和 X2 共同作用时是否

增加或减弱对投资风险的影响能力，或这些指标

对投资风险影响是否相互独立。评估的方法是首

先分别计算两种指标例如 X1 和 X2 对投资风险的

q 值: q ( X1 ) 和 q ( X2 ) ，计算它们交互时的 q 值:

q( X1∩X2 ) ，并对 q( X1 ) 、q( X2 ) 与 q( X1∩X2 ) 进

行比较。

3 结果及分析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
险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出 2013—2016 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并基于 ArcGIS10．
2 软件，使用自然断点法将各国分为高风险区、较
高风险区、中等风险区、较低风险区和低风险区 5
类不同的风险区域( 图 1) 。

图 1 2013—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

3． 1 直接投资风险的时序变化

2013—2016 年，低风险区的国家数量有所减

少，从 5 个减少到 1 个，较低风险区的国家数量从

8 个减少到 4 个，中等风险区的国家从 13 个增加

到 16 个，较高风险区的国家从 20 个下降到 16
个，高风险区的国家从 10 个增加到 19 个。总体

上来说，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较高

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国家占多数，且高投资风险区

的国家数量呈增长的趋势。
3． 2 直接投资风险的空间分布

低投资风险区和较低投资风险区的国家主要

分布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2013 年低投资

风险区国家和较低投资风险区的国家共有 13 个，

其中 10 个国家分布在亚洲地区，欧洲国家仅有 3
个。到了 2016 年，低投资风险区和较低投资风险

共有 5 个国家，其中亚洲国家有 4 个、欧洲国家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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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个。其中，印度、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一直属于低风险和较低风险

的国家。
中等风险区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东欧、西亚

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其中 1 /2 以上的国家来自中

东欧地区。2013 年，13 个中等投资风险国家中有

8 个国家分布在中东欧地区，2 个国家来自于西亚

中东地区，3 个国家来自于东南亚地区。2016 年，

中等投资风险国家共有 16 个，其中 9 个国家来自

于中东欧地区，7 个国家分布于西亚中东地区和

东南亚地区。2013 年—2016 年，匈牙利、爱沙尼

亚、文莱、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

亚、罗马尼亚和越南等国家投资风险均处于中等

水平。
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的国家数量多且分布

广泛，俄蒙、中亚、中东欧、西亚、中东、南亚和东南

亚各地区都有分布。其中，克罗地亚、黑山、格鲁

吉亚、乌克兰、不丹、孟加拉国、蒙古、巴基斯坦、塞
尔维亚、柬埔寨和埃及长期属于较高投资风险国

家，亚美尼亚、斯里兰卡、尼泊尔、阿塞拜疆、白俄

罗斯、阿富汗、东帝汶、老挝、缅甸和塔吉克斯坦一

直处于高投资风险状态。

4 驱动机制分析

本文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不同指标因子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的

影响力，结合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揭示其驱动机

制。结果表明: ①2013—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主要驱动因子不变( 表

3) ，GDP、人均 GDP、总储备、城镇人口、政府效能、
监管质量和法制程度的影响力较大。其中，GDP
和总储备的影响力得分在 0． 45 以上，政府效能、
人均 GDP、法制程度和监管质量的影响力大都在

0． 2以上，其他指标因子的影响较小，多为 0． 2 以

下，GDP 与总储备不仅是经济风险因子也是所有

指标 因 子 中 影 响 度 最 强 的 因 子。2013 年 以 来

GDP 一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

格局的首位影响因子，其影响力一直在 0． 7 以上。
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 地区) 总体经济状况的重

要指标，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总

储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

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且从 2014 年起呈不断上升

的趋势，2015 年和 2016 年的影响力更是达到 0． 7
以上。总储备包括一国持有的货币黄金、特别提

款权、IMF 持有的 IMF 成员国的储备，以及货币在

当局控制下的外汇资产。一国总储备充沛，该国

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更强，同时它可以作为

一种缓冲器，用于调节临时性国际收支，并可利用

它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国货币汇率，实现国内经

济目标，也是债务国偿还到期本息的基础和重要

保证。其他经济因素，如人均 GDP、GDP 增长率、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GDP、( 进口 + 出口) /GDP
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力较为稳定。在社会因素中，

城镇人口在影响得分和位序上的变化较大，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影响

力逐年增加，从 2013 年的 0． 141 增加到 2016 年

的 0． 575。城镇人口是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人口可以从市场规模

等方面影响投资总量。其他社会风险因子如城镇

人口增长率、失业率和法律权利度指数的影响力

较小大多处于 0． 1 以下。政治因素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影响力强而稳

定。其中，政府的政策质量、法制程度和监管能力

的影响力较强，该影响力大多在 0． 2 以上。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是各指

标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2013 年以来所有的指

标因子经过两两交互之后的影响力均呈现出相互

增强或非线性增强( 表 4) 。原来影响力较强的指

标因子在交互之后强者更强，如总储备和 GDP 在

与绝大多数指标因子交互之后的影响力达到 0． 6
以上。影响力逐年增加的城镇人口与其他指标因

子交互之后的影响力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影

响力有限的指标因子在与其他指标因子交互之后

影响力显著提高。如原先影响力不足 0． 1 的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城镇人口增长率、法律权利度

指数以及发言权和问责制经过交互作用之后的影

响力显著提高，与大部分指标因子交互之后影响

力可达 0． 3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因子在与

经济因素、社会因子交互后之后影响力变化显著。
其中，GDP、总储备在与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

定和暴力存在、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制程度和

腐败控制能力等政治因子交互之后影响力达到

0． 9，2014 年之后城镇人口与各政治因子交互后

的影响力也能达到 0． 8 以上。GDP、总储备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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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因子在与各政治因子交互之后影响力普遍大于

经济因素的内部交互，也大于经济因子与社会因

子的交互。同样，城镇人口等社会因子与各政治

因子交互后的影响力也是大于社会因子内部交互

的。因此可以看出，政治因素通过与经济因素和

社会因素交互产生显著影响，两者共同作用于投

资风险，可以认为优越的政策条件和完善的监管

机制往往是成功投资的重要保证。
表 3 2013—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驱动因子影响力变化

年份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2013 0． 744 0． 256 0． 017 0． 497 0． 078 0． 146 0． 114 0． 141 0． 032 0． 129 0． 054 0． 086 0． 129 0． 296 0． 192 0． 191 0． 129
2014 0． 712 0． 254 0． 046 0． 456 0． 132 0． 145 0． 071 0． 478 0． 030 0． 091 0． 050 0． 059 0． 114 0． 301 0． 212 0． 212 0． 195
2015 0． 747 0． 201 0． 024 0． 729 0． 108 0． 178 0． 032 0． 539 0． 042 0． 086 0． 088 0． 042 0． 168 0． 281 0． 205 0． 209 0． 177
2016 0． 761 0． 206 0． 037 0． 728 0． 032 0． 184 0． 032 0． 575 0． 050 0． 118 0． 072 0． 042 0． 071 0． 252 0． 207 0． 220 0． 164

表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主要驱动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2013 年 2016 年
X1 X3 X4 X8 X9 X11 X12 X1 X3 X4 X8 X9 X11 X12

X1 0． 744 X1 0． 761
X2 0． 933 X2 0． 910
X3 0． 856 0． 017 X3 0． 850 0． 037
X4 0． 800 0． 577 0． 497 X4 0． 850 0． 886 0． 728
X5 0． 828 0． 264 0． 571 X5 0． 855 0． 171 0． 770
X6 0． 884 0． 366 0． 684 X6 0． 879 0． 480 0． 855
X7 0． 870 0． 241 0． 769 X7 0． 833 0． 231 0． 825
X8 0． 864 0． 300 0． 582 0． 141 X8 0． 848 0． 692 0． 891 0． 575
X9 0． 844 0． 239 0． 594 0． 319 0． 032 X9 0． 846 0． 182 0． 822 0． 654 0． 050
X10 0． 868 0． 244 0． 786 0． 474 0． 294 X10 0． 865 0． 324 0． 770 0． 691 0． 448
X11 0． 846 0． 328 0． 711 0． 411 0． 264 0． 054 X11 0． 845 0． 393 0． 916 0． 640 0． 267 0． 072
X12 0． 875 0． 457 0． 791 0． 493 0． 637 0． 370 0． 086 X12 0． 877 0． 361 0． 937 0． 732 0． 468 0． 282 0． 042
X13 0． 914 0． 294 0． 715 0． 562 0． 273 0． 492 0． 573 X13 0． 933 0． 245 0． 826 0． 714 0． 204 0． 291 0． 474
X14 0． 938 0． 495 0． 760 0． 613 0． 569 0． 552 0． 648 X14 0． 933 0． 447 0． 883 0． 871 0． 411 0． 397 0． 398
X15 0． 911 0． 345 0． 850 0． 518 0． 454 0． 522 0． 682 X15 0． 960 0． 383 0． 874 0． 897 0． 380 0． 500 0． 478
X16 0． 942 0． 378 0． 703 0． 537 0． 453 0． 493 0． 459 X16 0． 948 0． 502 0． 972 0． 893 0． 434 0． 403 0． 412
X17 0． 939 0． 486 0． 697 0． 483 0． 550 0． 470 0． 653 X17 0． 931 0． 405 0． 951 0． 849 0． 434 0． 379 0． 354

5 结论与讨论

5． 1 结论

本文基于 2013—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社会、经济和政治数据，使用熵权法计算了各国

直接投资风险，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法分析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的驱动

机制。
结果表明: ①自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中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的国家占多数，

且高投资风险区的国家数量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从 10 个增加到 19 个。②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风险的空间分布来看，低风险区和较

低风险区的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

地区; 中等风险区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东欧、西亚

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其中 1 /2 以上的国家来自中

东欧地区; 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的国家数量多

且分布广泛，俄蒙、中亚、中东欧、西亚、中东、南亚

和东南亚各地区都有分布。③“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的主要驱动因子为总

储备、GDP、政府效能、人均 GDP、法制程度、城镇

人口和监管质量，其他指标因子也具有一定的影

响，但影响力较小。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

投资风险时空格局是各指标因子共同作用的结

果。自 2013 年以来，所有的指标因子经过两两交

互之后的影响力均呈现相互增强或非线性增强，

其中政治因子在与经济因子、社会因子交互之后

影响力上升最为明显。
5． 2 讨论

影响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的因素复杂，本

文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评价，但受限于部分数

据的可获取性，在评价体系构建上存在着较大的

改进空间，如东道国的自然状况、文化传统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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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外交关系等因素对投资风险

的影响需要做进一步探讨。此外，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进一步实施，更多国家会参与进来，届

时全面分析各国的投资风险，探讨影响因素将是

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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